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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中介服务能否促进农地高效流转
与农民增收的双赢？

栾 健 1，韩一军 2*，金书秦 1

（1.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10；
2.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挖掘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中介服务潜能对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和

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从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视角出发，构建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

地流转市场和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 12省（自治区）931份流转户数据采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从农地流转数量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

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表现为仅促进了转入规模的扩大；

（2）从农地流转质量看，对于流转双方，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均有效促进了流转期限的增加

和书面契约的实现，即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的发挥能够有效引导农地实现规范化、长期化

流转；（3）从增收效应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流转双方的收入提升，且对转入

户收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在未来的农地流转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

村集体的中介服务职能、让村集体做好农地流转的“裁判员”，从而实现农地高效流转和农

民增收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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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被赋予了优化农地资源配置、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实现农民增收等多重使命[1⁃3]。在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农地流转市场快速发育，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由 2008年的 1.09
亿亩提升至2019年的 5.55亿亩。然而，伴随着农地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农地流转增速有所放缓，

流转质量提升相对有限，表现为农地流转交易不畅、流转规范性不够、流转期限较短、流转纠纷频发

等诸多问题[4⁃5]。这不仅增加了转入户的农地经营风险、妨碍了农业生产投资预期，也对转出户的劳

动力非农就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最终妨碍农户增收。如何挖掘农地流转市场潜能、实现“人尽其

能、地尽其用”，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高昂的交易成本被认为是阻碍农地流转市场配置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6⁃8]。当下，农村地权高度

分散、“地块插花”现象突出，且农民群体分化导致各类农户对农地依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单纯以市

场为配置手段的“一对一”流转模式面临交易成本过高的困境[9]。因此，通过行政组织干预来降低交

易成本、引导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逻辑受到逐步重视。作为农地所有权拥有者和最基层的“准行政

机关”，村集体承担着组织农民、服务农民的制度使命[10]，对于引导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具有重要影

响[11]。关于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地位与影响，学界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

农村特定社会背景下，村集体对农村人情社会关系更为熟悉，由村集体组织农地流转可以有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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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稳定农地经营权预期[12]，保障农地规范、有序流转[13]，提高效率和公平性[14]，因此应进一步

提高村集体统筹管理能力，强化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践中，村集体引导农地高效流转、促进农民增收

的诸多成功案例均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15⁃16]。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村集体对农地流转的干预强度

难以把握，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干预过程中容易产生越位行为，不当的管制反而会增加农地流转的交

易费用，抑制农户流转农地[17]，对农地流转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且在农地流转“锦标赛”考核体系下，

村集体通过行政权力强制流转农地不仅侵犯了农民权益[18]，且增收效应不明显[19]，甚至会妨碍农户生

计[20]。因此，要弱化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参与程度。

已有文献对本研究的开展具有丰富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但仍存在有待完善之处：首先，从关

注焦点看，已有研究要么侧重探讨村集体介入下农地流转方式的变化，要么关注村集体介入流转对

农户收入和福利的影响，然而村集体介入必然伴随着农地流转特征和农户收入的同时变化，实现农

地高效流转是村集体介入的直接目标，促进农民增收则是政策效果的最终表征，单从某一方面展开

研究均不利于我们对村集体参与农地流转带来影响的全面把握；从研究视角看，已有研究多关注村

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运动员”身份，聚焦村集体主导的行政式流转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而对村

集体在农地流转中的中介服务职能关注不够；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研究多侧重于从理论层面或针对

某个村庄的具体案例分析论证村集体在农地流转中的影响，较少采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而个案可能具有一定特殊性和偶然性，导致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普适性有待商榷。基于此，从中介

服务职能视角出发，通过构建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特征和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

12省微观农户调研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特征和收入的影响，为

协同推进农地高效流转和农户增收提供对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

1.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影响

任何一种交易均是在科斯的交易成本世界中进行的。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流转对象

和信息的成本、为确定流转方式、期限、规模和租金进行谈判和达成契约的费用、为保障契约正常履

行产生的监督和执行费用等[21⁃22]。作为一种非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不仅会直接影响农户实际的农地

流转行为，也会将有意愿的农户阻隔在市场之外。村集体是嵌入村庄内部的治理单位，具有组织和

保护农户的天然优势[23]。由于农地流转主要集中在农村内部，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的发挥可以有效

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农地流转规模扩大。从信息搜寻看，村集体更熟知农村社会关系情况和耕地特

征，能够充分了解流转农户的流转意愿和诉求，从而为农地供需双方提供农地流转相关信息，降低信

息搜寻成本和辨别成本，提高交易实现的可能性。从契约订立看，作为“双向代理人”，村集体会就流

转规模、期限和费用等契约内容同双方进行协商，改善供求双方的谈判效率，尤其节省转入方的单边

交易成本[24]。这种委托代理式流转可充分发挥村集体统筹资源配置的优势，将多个转出方的农地连

片租给转入方，这不仅会降低转入方同多个转出方协调、沟通的契约订立成本，也能够满足转入方农

地集中连片经营的需求①。因此，村集体的中介服务促使更多农地进入农地流转市场。基于此，提出

假说1：村集体中介服务可以有效促进农地流转规模扩大。

村集体中介服务不仅会影响农地流转的数量，也会改善农地流转质量。农地流转质量可以从农

地流转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衡量。从规范性看，书面契约比口头约定更为规范，能够稳定双

方预期、降低“敲竹杠”等投机行为，是农地流转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25]；从稳定性看，农地流转契

约期限的长短是农地经营权稳定性的重要体现[26]。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质量的影响主要通过

以下途径实现：首先，为避免契约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纠纷，村集体更倾向通过书面契约方式

① 需要说明的是，村集体介入农地流转市场本身也存在交易成本，但由于村集体为农民熟知和信任，这种交易成本多表现为中介

费用。作为政府代理人和农民当家人，村集体提供中介服务并非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因此是否收取和收取多少中介费用通常由

村集体和流转户协商解决，这里不做过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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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流转双方权责，促进农地规范流转①；其次，考虑到多次契约达成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村集体更

偏好将转入方的农地优先流转给具有长期经营意愿的转入方，促进农地长期流转；第三，从履约过程

看，村集体具有巩固契约关系稳定性的担保作用，能够对流转双方进行有效监督、对争议问题进行协

商与调解，从而降低双方的违约率、维护双方合法权益，保障整个交易流程的公平性和公正性[27]。此

外，村领导通常在农村内部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能够运用权威、关系和人情等地方性知识有效组织

和动员农户遵守契约，确保农地实现稳定流转。基于此，提出假说 2：村集体中介服务可以有效促进

农地长期化、书面化流转，提高农地流转质量。

2.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村集体中介服务不仅使得参与到农地流转市场中的农地规模有所增加，也使得农地流转稳定性

得到提升。在此过程中，农地资源在农地流转市场中实现优化配置后，各类农户也会根据各自土地

—劳动力比率的变化重新分配对农业和非农部门中的要素投入，最终导致农户收入发生变化。对于

转入户，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不仅能够使其获得规模、连片的土地来实现规模经济，也能够通过保障

农地经营权的稳定性促进农地长期投资，从而增加农业经营效益、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对于转出户，

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不仅满足了其农地转出意愿、使家庭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且流转更

加稳定，更有助于农户在非农部门的长期、稳定发展，从而获得较高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来实现增

收。基于此，提出假说3：村集体中介服务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提升。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

1.模型设定

由于社会关系、要素禀赋和非农比较优势等差异，农户是否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存在“自选择”

行为，采用OLS估计是有偏、不一致的，根据Rosenbaum等[28]构建的反事实框架评估村集体中介服务

对农地流转特征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具体来说，将是否选择村集体中介服务作为一种处理，定义采

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农户为处理组。以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特征影响为例，平均处理效应

（ATT）可以表示为：

ATT=E (Y1i-Y0i|Di=1)=E (Y1i|Di=1)-E (Y0i|Di=1) （1）
式（1）中，Di表示农户是否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流转农地（以下简称“是否采用村集体中介服

务”）的二值变量，采用则为 1，否则为 0；Y1i和Y0i分别是采用和未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应的农地流

转特征。ATT测度了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农户如果未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其农地流转特征和采

用村集体中介服务时农地流转特征的差异。而在现实中，对于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农户，只有E
(Y1i | Di=1)可以被观测到，反事实下的农地流转特征E(Y0i |Di=1)则无法观测。对于这一问题，采用

PSM方法构造E(Y0i |Di=1)。其思路是，首先，通过一组可观测变量估计出农户 i采用村集体中介服

务的条件概率 pi=P(Di=1|Xi)作为倾向得分；然后，对于未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农户样本集合，为

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农户挑选一个 pi最相近的未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农户进行匹配，相互匹配

的两个农户除了是否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差别外，其他特征均近似相同；最后，用匹配的未采用村

集体中介服务的农地流转特征近似表征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农户若未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时的农

地流转特征，从而两种农地流转特征可以看成是同一农户在两次不同随机实验下的结果，具有可比

性。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样采用上述思路进行评估。

PSM过程需要分为两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为倾向得分 pi的计算。具体通过Logit模型估计

得出：

logit (Di=1)= α0+ α1X+ εi （2）

① 笔者在 2019年黑龙江省木兰县M村和安徽舒城县G村调研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租地时更愿意通过村集体与农户协商后

直接同村集体签订契约。原因在于：同小农户签约相比，同村集体签约可以有效避免小农户因农作物价格上涨等原因“毁约要

地”带来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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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X为匹配变量矩阵，包括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村级特征等。此外，为了使得匹

配时尽可能地按照相同地区寻找配对样本，加入地区虚拟变量进行控制。

第二阶段，进行匹配，计算处理效应。考虑到不同匹配算法的支撑域差异，分别采用最近邻匹配

（1比 4匹配）、卡尺内最近邻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进行样本配对，并测算ATT，以确保研究结论的

稳健性。考虑到不同类型流转农户行为的差异，在进行总体样本匹配后，分别针对转入户和转出户

两类子样本进行匹配，从而识别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不同类型流转农户流转特征和收入的异质性

影响。

2.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Yi。被解释变量包括农地流转特征和农户收入水平两方面。农地流转特征是农地

流转市场发育水平的重要表现，分别采用农地流转数量和质量衡量。农地流转数量采用农地流转规

模表示，考虑到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对该变量取对数处理，农地流转质量用流转期限和是否书

面契约表示。农户收入水平用家庭人均收入表示，采用家庭总收入与家庭人口数的比值衡量，其中

家庭总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同样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取对

数以缓解异方差问题。

处理变量Di。是否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采用农户流转农地时是否以村集体作为中介衡量，若

是则为1，否则为0。
匹配变量X。为计算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决策的倾向匹配得分，引入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

征、村级特征和地区特征四组变量作为匹配变量。

第一组变量由户主个体特征组成。户主通常是家庭重大事项的核心参与者和决策者，选择户主

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3个变量对户主特征进行控制。在实际回归中，引入年龄平方项用以控制年

龄对选择村集体中介服务决策的非线性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户主对以村集体为中介的委

托代理式流转的重视程度，因此采用在校年数表示户主的受教育程度。

第二组变量包括 3个家庭特征变量，分别是人均承包地面积、家庭经营主业是否为农业和家庭社

会关系。①人均承包地面积衡量的是农户在初始农地资源上的异质程度，在强调分配公平的制度安

排下，农户分到的农地数量很大程度上由家庭成员数量决定。而农地流转则是按照效率原则配置农

地，农户进入农地流转市场则是对家庭最优农地规模的适应性调整。由于自身社会关系的局限性，

人均承包地规模可能会影响农户流转农地的实现途径。②家庭经营主业是否为农业，采用家庭农业

收入占比是否超过 50%进行衡量，若是则为 1，反之则为 0。当农业收入是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时，农户生计则更为依赖土地，为实现农地集中连片经营，农户更倾向通过村集体流转农地。③家庭

社会关系，采用家庭中是否有人担任过干部（包括村、镇、县及以上的干部）表示。干部身份通常拥有

更为丰富的社会关系，可以有效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有助于农户直接而非通过村集体流转

农地。

第三组变量为 4个村变量，包括村庄经济条件、地形特征、土地政策和地理位置。①村庄经济条

件采用该村是否当地贫困村衡量，若是则赋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与其他村庄相比，贫困村通常在教

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较为落后，不利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和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的履行。

②地形特征采用该村是否位于平原地区衡量，若是则赋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

成本相对较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更为完善，更有助于村集体在农地流转中发挥中介服务职能。

③村庄土地政策采用该村农地是否确权进行衡量。明晰、稳定的地权是村集体中介组织发展的基础

和前提。该村农地是否确权具体用“本村承包地是否已进行确权颁证”表示，若是则赋值为 1，否则取

值为 0。对于确权的衡量方式，虽然确权试点的确定并非随机选择实现，但对于农户个体来说，确权

仍然可以视为一个外生性的政策变量[29]。④村庄地理位置，采用该村距离最近公路干线的距离表示。

距离公路干线越近的村庄通常拥有着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村集体中

介服务职能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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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变量为地区虚拟变量。考虑到不同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生产

地区政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差异，在决策模型中加入东北、东、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来控制地区差

异对农户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影响。除地区虚拟变量外，所有变量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特征如

表1所示。

3.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发展研究院 2018年的全国 12省微观农户调查。调研人员为

中国农业大学的本科生和硕博生，在调研前对所有调研员进行了统一的问卷培训，着重讲解调研中

的关键与疑难问题；问卷回收时，有专人对问卷质量进行审查，最大程度确保问卷数据的真实可靠

性。调研以村为单位进行，问卷包括村级问卷和农户问卷，村级问卷的调查对象为熟悉村内事物的

村干部，农户问卷的调查则是针对每个调研村随机抽取 15~20户左右的农户进行的访谈式调研。调

研地区涵盖东北（吉林、黑龙江）、东部（河北、山东、江苏）、中部（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西部

（内蒙古、四川）共 12省（自治区），均为粮食主产省。调研共收回村级问卷 159份、农户问卷 2553份，

在剔除逻辑前后矛盾、变量严重缺失、问卷无法匹配以及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样本后，最终 137个
村的931个流转户样本被纳入实证分析。

样本农户农地流转和收入分布特征如表 2所示。从流转数量看，转入规模多集中在 10亩及以

下，该区间农户占比达到 46.58%，表明当前农地仍然以小规模流转为主；转出规模在 5亩及以下的农

户占比达到 75%，表明绝大多数农户把自己的一部分农地流转了出去。从流转质量看，样本农户的

转入期限或转出期限多在 3年及以下，占比分别达到 56.75%和 42.38%，即以短期流转为主；转入户

和转出户采用书面契约进行流转的样本占比分别为 38.16%和 48.33%。从村集体中介服务采用情

况看，与转入户相比，转出户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样本占比更高一些，达到 27.86%。从收入水平

看，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人均收入多在 10000元（不含）至 20000元间，样本占比分别为 33.26%和

38.57%。总体来看，当前农地流转仍以小规模的短期化流转为主，且流转规范性和收入水平有待提

升，比较符合中国农地流转和农户收入现状，具有一定代表性。

三、结果分析

1.农户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决策方程估计

是否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决策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年龄对转入户采用村集体中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类别

被解释变量

处理变量

户主个体特征

农户家庭特征

村级特征

变量名称

流转规模

流转期限

契约方式

家庭人均收入

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人均承包地面积

经营主业是否为农业

社会关系

该村是否为贫困村

该村是否地处平原

该村与公路干线距离

该村是否完成确权

变量定义

流转农地总面积对数值

流转农地的契约期限

书面契约=1；口头契约=0
家庭总收入/家庭总人口数后取对数

采用=1；未采用（自发流转）=0

男=1；女=0
户主实际年龄

户主在校年数

承包地总面积/家庭总人口数后取对数

农业收入占比是否超过50%？是=1；否=0
家中是否有村级及以上干部？是=1；否=0

贫困村=1；非贫困村=0
平原=1；非平原=0
与最近公路干线的距离/千米

完成确权=1；未完成确权=0

均值

1.95
5.99
0.43
9.54

0.20

0.82
51.29
8.42

1.07
0.37
0.16

0.20
0.52
9.62
0.86

标准差

1.52
6.68
0.49
0.86

0.40

0.38
10.94
3.03

0.68
0.48
0.36

0.40
0.50
22.2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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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服务流转农地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拐点为 49.31岁。随着年龄增长，转入户对村集体的各项

职能了解更加深入，有助于促进选择经由村集体流转农地决策；年龄的增加通常也伴随着社会地位

的提升，较高的社会资本会促进转入户直接流转农地，对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决策具有负向影响，因

此年龄最终对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决策产生非线性影响。受教育程度对选择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

表2 农户农地流转特征及收入分布特征

转入户（n=511）
变量

转入规模

转入期限

契约方式

村集体中介服务

家庭人均收入

区间

(0,10]
(10,20]
(20,50]
(50,100]
100亩以上

(0,3]
(3,5]
(5,10]
10年以上

书面

口头

采用

未采用

(0,5000]
(5000,10000]
(10000,20000]
(20000,50000]
50000以上

占比/%
46.58
15.65
15.66
13.50
8.61

56.75
20.16
11.91
11.18

38.16
61.84

13.89
86.11

9.20
20.55
33.26
29.36
7.63

转出户（n=420）
变量

转出规模

转出期限

契约方式

村集体中介服务

家庭人均收入

区间

(0,3]
(3,5]
(5,10]
(10,20]
20亩以上

(0,3]
(3,5]
(5,10]
10年以上

书面

口头

采用

未采用

(0,5000]
(5000,10000]
(10000,20000]
(20000,50000]
50000以上

占比/%
54.52
20.48
13.10
5.95
5.95

42.38
14.52
26.43
16.67

48.33
51.67

27.86
72.14

13.10
22.85
38.57
22.62
2.86

注：流转期限指的是双方达成的契约期限而非租金缴纳期限，如双方约定契约期限为 3年，但租金一年一付，则流转期限仍然是 3
年；农户间流转土地所谓的不约定期限多具有其现实含义，通常是时间不超过一年，第二年重新进行契约，实际上等同于一年期的流

转[30⁃31]。基于此，将未约定流转期限的流转户，将流转期限按照1年处理。

表3 是否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决策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项

受教育程度

人均承包地面积

经营主业是否为农业

社会关系

该村是否为贫困村

该村是否地处平原

该村与公路干线距离

该村是否完成确权

常数项

地区虚拟变量

Pseudo R2

LR检验

n

总体

系数

0.164
0.075
-0.001
0.094***

0.130
0.154
-0.466**

-0.965***

0.668***

-0.023**

0.085
-4.737***

控制

0.1243
116.45[0.000]

931

标准误

0.234
0.057
0.001
0.032
0.183
0.194
0.234
0.321
0.190
0.010
0.293
1.599

转入户

系数

0.329
0.374**

-0.004**

0.092
-0.286
0.950***

-0.368
-0.544
0.890***

0.001
-0.589
-16.234***

控制

0.2383
98.16[0.000]

511

标准误

0.399
0.176
0.002
0.058
0.311
0.309
0.391
0.496
0.307
0.009
0.473
4.654

转出户

系数

0.172
0.018
-0.000
0.042
0.974***

0.850**

-0.320
-0.218
0.264

-0.099***

-0.051
1.346

控制

0.1935
96.15[0.000]

420

标准误

0.317
0.073
0.001
0.043
0.310
0.385
0.338
0.488
0.279
0.025
0.467
2.201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内为相应检验的概率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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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转户通常更加了解村集体作为流转中介组织的重要意义，

因此更倾向通过村集体为中介来流转农地。从家户经营特征看，无论是转入户还是转出户，经营主

业为农业对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对于农地流转具有更高

诉求，而村集体中介服务为其实现长期、稳定流转提供了一条有效渠道[32]。社会关系对采用村集体中

介服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完善的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熟人”关系

也能够有效缓解流转面临的纠纷问题，可以有效促进农户间而非通过中介流转农地。从村级变量

看，贫困村对农户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村庄通常会不利于

各类流转信息的有效传递，对村集体流转中介职能的发挥具有负面影响，降低了农户采用村集体中

介服务的可能性。地处平原对农户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平坦的地势为农地规

模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通过村集体流转农地来降低交易成本

的渴望。村庄与公路干线距离对农户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交通不便、区位偏远

的村庄通常对村集体中介职能的履行产生了不利影响，降低了农户通过村集体实现农地流转的可

能性。

2.共同支撑域检验与平衡性检验

共同支撑域检验。为确保倾向得分匹配的有效性，在通过Logit模型计算出倾向得分后，需要进

行共同支撑假设的检验。所谓共同支撑假设，是指处理组与控制组间的倾向得分取值范围具有重叠

部分。通过考察是否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倾向得分核密度分布图来检验共同支撑架设，以最近邻

匹配法为例，匹配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概率分布如图 1所示。从总体看，匹配前两组样本

的倾向得分概率密度分布存在显著差异，未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组曲线左偏且分布较为集中，而采

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组曲线较为平缓；匹配后，两组样本的倾向得分概率分布已渐趋于一致，倾向得分

区间具有相当大的范围重叠（重叠区域即共同支撑域，为[0.0018,0.6702]），共同支撑域效果较好。同

样，转入户和转出户子样本在匹配后的概率分布曲线均趋于一致，且具有较大重叠范围（转入户样本

的共同支撑域[0.0095,0.6538]，转出户样本的共同支撑域[0.0937,0.7306]），均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平衡性检验。为保证匹配质量和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分别进行了总体和转入户、转出户子样本

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从总样本看，伪R2由匹配前的 0.086下降到匹配后的 0.002~
0.007，LR统计量由匹配前的 80.98下降至匹配后的 0.96~3.57，且均变得不显著，偏差均值由匹配前

的 17.5%下降至匹配后的 3.6%以内。与总样本相似，转入户和转出户子样本匹配后的伪R2、LR统

计量和偏差均值均出现了明显下降。总体来说，匹配之后，总体和转入户、转出户子样本内部的对照

组与处理组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平衡性检验效果较好。

图 1 匹配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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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数量和质量影响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从总体看，

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规模的ATT均在 5%水平上显著，根据估计结果可以推算，流转户通过

村集体中介流转农地使得流转规模增加了 28%~44%①，表明村集体的中介服务职能有效降低了农

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农地流转数量的增加，假说 1得到验证。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期限

的ATT均在1%水平上显著，流转户通过村集体中介流转农地实现了流转期限3.16~3.38年的增加，

表明村集体中介可以有效引导流转农户长期流转农地；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书面契约的ATT均在

1%水平上显著，流转户通过村集体中介流转农地使得书面契约的概率增加了 44%~46%，表明村集

体的中介服务促进了农地流转规范性的提升。因此，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农地长期化、书面

化流转，假说2得到验证。

从流转数量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转入户和转出户流转特征的影响存在明显非对称性。转

入户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使得转入规模扩大了 1.85~2.74倍，但村集体中介服务对转出规模的影响

不显著。作为农地流转的需求方，转入户多为农业生产经营具有比较优势的农户，更希望通过转入

农地实现地块集中连片经营；另一方面，相较于转出户，转入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面临的交易门槛较

转出户更高[8]。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的发挥则能够有效降低转入户同多个转出户谈判、契约的交易

成本，因此促进了转入规模显著提升。作为农地流转的供给方，转出户受自身农地资源禀赋限制，转

出农地时面临着有限的农地规模调整空间，是否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转出规模影响不大。

从流转期限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流转期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

① 由于结果变量是流转规模对数值，根据不同匹配方式的ATT可以计算出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规模影响的变化比值，如对于

总体样本，最近邻匹配的ATT为 0.347，则流转规模增加的百分比为 exp（0.347）－1=41%，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户收入影响采

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表4 匹配前后控制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匹配前

最近邻匹配

卡尺内最近邻匹配

核匹配

总体

伪R2

0.086
0.007
0.007
0.002

LR统计量

80.98[0.000]
3.55[0.981]
3.57[0.981]
0.96[1.000]

偏差均值

17.5
3.6
3.5
2.4

转入户

伪R2

0.134
0.003
0.012
0.003

LR统计量

55.11[0.000]
0.60[1.000]
1.94[0.999]
0.58[1.000]

偏差均值

19.7
2.6
4.5
2.6

转出户

伪R2

0.130
0.015
0.007
0.011

LR统计量

64.82[0.000]
4.73[0.944]
2.03[0.998]
3.43[0.984]

偏差均值

23.1
6.1
4.1
5.4

注：[ ]内为LR统计量对应的P值，偏差均值单位为%；对于最近邻匹配，根据Abadie等[33]，1/4匹配可在一般情况下最小化均方误

差，因此选择 1对 4匹配；对于卡尺内最近邻匹配，为保守起见，将卡尺范围设定为 0.01，且这一数值均小于倾向得分标准差的 0.25
倍；对于核匹配，采用默认的Epanechnikov核函数，带宽为文献中常用的 0.06；匹配前已对样本进行随机排序，且仅对共同取值范围

内的样本进行匹配。

表5 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数量和质量影响的处理效应估计

类型

总体

转入户

转出户

匹配方式

最近邻匹配

卡尺内最近邻匹配

核匹配

最近邻匹配

卡尺内最近邻匹配

核匹配

最近邻匹配

卡尺内最近邻匹配

核匹配

流转规模

系数

0.347**

0.363**

0.246**

1.185***

1.318***

1.049***

0.128
0.058
0.061

标准误

0.157
0.161
0.117

0.247
0.270
0.203

0.153
0.174
0.118

流转期限

系数

3.160***

3.239***

3.383***

4.097**

4.333***

3.588***

1.984*

1.917*

2.243**

标准误

0.844
0.849
0.708

1.598
1.543
1.279

1.192
1.163
1.084

书面契约

系数

0.456***

0.447***

0.439***

0.392***

0.437***

0.338***

0.457***

0.457***

0.440***

标准误

0.052
0.054
0.038

0.059
0.072
0.055

0.081
0.082
0.056

注：重复抽样次数为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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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 3.59~4.33年和 1.92~2.24年的增长。村集体中介服务不仅能够促进流转规模的扩大，更能

够推进农地长期流转，这对于稳定农业生产投资预期、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对比村集

体中介服务对转入期限和转出期限的影响程度可以发现，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转入期限的促进效

果更为明显，比对转出期限的影响高出 1.35~2.42年。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从转入户和转出户

流转偏好看，为稳定农业生产投资预期，转入户尤其是规模经营户在订立契约时更具有长期转入农

地的意愿[34]，而转出户为满足自身对农地的控制权偏好更倾向将农地短期转出[31]，因此，在尊重流转

双方意愿的前提下，为满足双方流转诉求，村集体中介服务对转入期限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从契

约方式看，对于转入户和转出户，村集体中介服务对书面契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使得书面契

约概率提升了 34%~44%和 44%~46%。总体来看，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农地规范化、长期

化流转，对提升农地流转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4.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影响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6所示。从总体看，不同匹

配方法得到的ATT结果均显著为正，表明控制了自选择偏误后，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的增收效应依

然很明显。具体来说，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能够使农户收入增加 32%~37%，这验证了研究假说 3，
说明村集体中介服务不仅能够促进农地流转市场有效运作、实现农地优化配置，更具有改善福利的

意义。考虑到流转双方的差异，村集体中介服务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同样表现出

非对称性特征，表现为使转入户人均收入增加 38%~54%，使转出户人均收入增加 27%~30%。村

集体中介服务增收效果的差异与其对流转双方收入的影响机制不同有关。对于转入户，通过村集体

中介服务转入农地的目的在于获得规模效应，期望通过村集体转入地块连片和经营权稳定的土地，

前文的分析表明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转入规模的扩大和转入农地稳定性的提升，因此村集体

中介服务对转入户产生了较大的增收效应。对于转出户，与未经村集体中介服务流转农地相比，理

论上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稳定转移带来的工资性收入提升是其增收的主要来源。然而，与转入户相

比，样本中转出户平均年龄更高、家庭人口数更少①，这意味着转出户可能是已经实现劳动力非农转

移或劳动力不足的家庭[35]，通过村集体中介服务转出农地释放的增收效应相对有限。因此，在未来村

集体中介职能的完善过程中，更应对转出户收入的提升给予充分关注。

5.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模型设定对研究结果可能带来的偏误，通过更换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作为双

稳健的估计模型，IPWRA（inverse-probability-weighted regression adjustment）模型是逆概率加权

（IPW）和回归调整（RA）两种方法的结合，只需 IPW模型和RA模型其中之一被正确设定，即可获得

一致估计，且能够通过逆概率加权来修正样本自选择偏差[36⁃37]。在控制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

征、村特征和地区特征的前提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特征和收入影响的 IPWRA模型结

果如表 7所示。从流转数量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

过促进转入规模扩大来实现；从流转质量看，无论是转入户还是转出户，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

期限和书面契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农地流转质量提升；从增收效

① 样本中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年龄均值分别为 49.91岁、52.95岁，组间差异在 1%水平显著；样本中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人口数均

值分别为4.07、3.78，组间差异同样在1%水平显著。

表6 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处理效应估计

类型

总体

转入户

转出户

最近邻匹配

系数

0.313***

0.362**

0.241*

标准误

0.102
0.182
0.136

卡尺内最近邻匹配

系数

0.281***

0.435**

0.255*

标准误

0.103
0.180
0.150

核匹配

系数

0.293***

0.323**

0.264**

标准误

0.081
0.144
0.113

注：重复抽样次数为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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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看，村集体中介服务促进了转入户和转出户人均收入的显著提升，且对转入户人均收入的促进效

果更为明显。这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表明研究结论稳健。

四、结论与启示

从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视角出发，构建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市场和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

框架，并基于 12省 931份流转户的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识别了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

市场和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农地流转数量看，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规模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仅使得转入规模扩大了 1.85~2.74倍，对转出规模影响不明

显；（2）从农地流转质量看，村集体中介服务促进了转入期限 3.59~4.33年和转出期限 1.92~2.24年
的增长，也使得转入户和转出户书面契约概率分别提升了 34%~44%和 44%~46%，村集体中介服

务职能的发挥能够有效引导农地实现规范化、长期化流转；（3）从增收效应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

有效促进了流转双方的收入提升，分别使转入户和转出户人均收入增加 38%~54%和 27%~30%，

对转入户收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因此，以村集体为中介组织的流转模式是实现农地高效流转和

农户增收的重要源泉。

在农地流转市场不完善背景下，通过村集体介入来引导农地流转市场发展已基本形成共识，但

其方式与动机是影响介入绩效的关键问题。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更希望借助研究结论强调村集

体中介服务职能的重要性，以中介服务为方式、以组织和服务农户为动机的村集体会更加有效地促

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实现农地高质量流转和农户增收的双赢。因此，在深化农地经营制度改革中

应进一步完善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中介服务职能，具体包括：（1）地方政府应鼓励村集体参与

到农地流转的中介服务中，让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做好“裁判员”而非“运动员”，并给予村集体

资金和技术支持，如推广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村庄农地流转线上信息和交易平台等，充分挖掘村集体

中介服务的潜能；（2）严格规范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范围，使其在坚持“自愿、公开、公平、公正”市场

化原则的前提下引导农户长期、规范流转农地，防止村集体以行政命令方式强行推动农地流转、损害

农户权益，另一方面，要强化村集体内部治理和监督机制，保证村集体中介服务的独立性，谨防村集

体与工商资本结盟导致的寻租行为，如可通过“两议四公开”等方式加强村庄内部监督来提高村集体

中介服务的透明度；（3）考虑到村集体中介服务对不同类型农户带来的增收差异，应在推进村集体中

介服务的同时特别关注转出户的权益，可通过建立相应的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等政策使能

够转移的劳动力更好地参与到非农部门，同时要加强农村内部产业的政策扶持，使不适合外出务工

的农户能够进入就业市场而获得收益，最终促进各类农户增收的协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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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Rural Collective’s Intermediary Service Promote a
Win⁃win Situation of Farmland Rental with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LUAN Jian，HAN Yijun，JIN Shuqin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tivate the potential of intermediary service of rural collec⁃
tive in farmland rental markets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s as well as increasing farm⁃
ers’inc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mediary service function of rural collective，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built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rural collective’s intermediary service on farmland rental
market and farmers’income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empirical
effects based on 931 farmland rental farmers in 12 provinces. Results showed that：Firstly，the farmland
rental quantity reveal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pplication of intermediary service of rural collective on
farmland rental scale with obvious asymmetry，in that it only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farmland rent-in
scale. Secondly，the farmland rental quality demonstrat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mediary service of
rural collective has positively prolonged the farmland rental period as well as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written contract，namely，the intermediary service by rural collective can effectively guide farmland
rental with standardization and longer period. Thirdly，farmers’income indicates that applying intermedi⁃
ary service of rural collective has effectively boosted farmers’income，which is more obvious with farm⁃
land rent-in farmers. Therefore，in the following process of market-oriented farmland reform，intermedi⁃
ary service of rural collective should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 and rural collective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mediator”in farmland rental markets so that a win-win situation of farmland rental with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will be achieved.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farmland rental；intermediary service function；farmers’income；pro⁃
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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